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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体性意见到群体性事件：一个观念的澄清 
——基于贵州瓮安、湖北石首、河北威县的调查 

 

郑风田  刘  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内容提要：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意见表达的一种极端方式。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地方治理的明显改善，这本质上是群体性意见受到尊重的结果。但是，群体性

意见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来获得尊重，代价高昂且决非不可避免。群体性意见增多源于深层次的制

度问题，而群体性事件则应是处置策略问题。本文认为，避免群体性意见向群体性事件转变，关键

在于充分尊重群体性意见的表达权利，如果合理诱导反而对地方治理会产生建设性作用；而减少群

体性意见的生成，关键在于疏通各种利益表达渠道，将群体性意见化解于事前的政治参与和事后的

法律途径。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意见  澄清观念 

一、引言 

中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日益多发，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群体性事件无论是从爆发的频率，

还是从爆发的形式来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群体性事件因为其形式上所具有的对社会稳

定的破坏性而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社会问题加以治理。国家为了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势头不惜

对地方行政首脑实行行政问责制，理论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虽未明确统一，但都将针对政府的

群众聚集行为一并纳入群体性事件范畴，并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寻求对策，而对群体性事件

外化出来的建设性作用关注甚少。 
本文观点与此不同，如果将日益多发的群体性事件理解为各利益主体表达其利益诉求的一种方

式，那么，高密度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并不可怕。如果处置得当，它反而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至少从目前某些爆发过群体性事件的地区处置事件的效果来看，群体性事件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基

层群众与更高一级政府的有效互动，它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得到非常有效的整治。但是，这种积极的

效果却是以破坏基层公共秩序和消解基层政府的权威为代价，那么，如何让群体性意见以低成本实

现其建设性作用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有足够的理由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重新审视，并在观

念上做这样的区分：群体性意见的表达并不直接等于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前期，群体一

般只是在尽量以一种建设性的、温和的态度表达群体性意见；而在未得到恰当回应后才会采取激烈

手段，充满建设性的意见表达方式也就多演变为破坏力极大的群体性事件。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意见得以生成？为什么众多的群体性意见最终走向了群体性事

件？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群体性意见和群体性事件？这都是公共政策决策前应该思考的重点，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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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为此，本文将根据实地调查数据提出新的见解。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

下：第二部分为已有研究的启示；第三部分为经验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论及启示。 

二、已有研究的启示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就爆发过大规模

的社会运动①，欧美社会为什么会在此一时期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在本文看来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运动

呢？各国政府如何应对的呢？它们对此后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西方理论界针对上述问

题，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展开了长期研究，随着欧美社会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变化，这些理论

也经历着一个不断更迭的过程，且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而这对于当前中国的情况，其借鉴意义重大。 
对于群体性事件原因的解释，早期的冲突理论提出，政府权威的分布与其他资源的分布越高度

相关，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及由此导致的某些群体对当局“合法性”的质疑与对抗。持这一

理论的主要是 Dahrendorf（1958），Simmel（1956），Coser（1956）和 Gurr（1970），他们基于“功

能主义”的逻辑起点，认为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为一个有机系统，部分系统的功能溃败必然在其他部

分得到反映。但是，功能主义的“相对剥夺感”理论却无法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社会

运动做出有力的解释。对此，Smelser（1962）做出了一个新的诠释，他认为，社会运动的产生是由

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

或压迫感，概念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直接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

的下降。Carthy and Zald（1977）认为，社会运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增多，并不是因为社会矛

盾加大了或者是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而是可供社会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手中掌握的资源增加

了。由于强调资源动员的作用，因而这一理论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最具影响的发

展者是 Tilly。在资源动员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即人们拥有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联

系；其次是国家的作用，如果国家拥有大量权力，那么，个人参加社会运动的难度是极端困难的。

在资源动员理论之后，另一个最新发展的理论是文化构造理论，其代表人物有 William A.Gamson，
Doug McAdam 和 Sydney Tarrow 等。与其说文化构造理论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理论自成一派，还不如

说文化构造理论是资源动员理论的自然延伸和补充，因为其核心命题就是：运动组织者要赋予运动

以意义，以便人们心甘情愿地参与运动。 
对于群体性事件何以成为可能，经济学家早已进入这一领域。Olson（1965）认为，集体行动与

集体组织的规模有关，由于无法有效地利用“选择性激励”来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规模越大的

即使是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也越难达成集体行动。与此相反，Lebon（1979）在其《乌合之众》中

认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但随着集群密度增大，其中每个个体的思维和行

为方式渐趋一致，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的控制，这些人变得越来越野蛮与非理性。 
    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Granovetter（1978；1985）继承 Karl Polanyi 的衣钵，将个体的人“嵌

入”到社会网络之中，因而个体的决策必然要受制于其所“嵌入”的网络。对于群体性事件，个体

在是否参与的决策过程中就应该考虑其他人的情况，如果其他人参与越多，则个体决策参与群体性

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②。 

                                                        
①例如美国的黑人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 
②对此一问题，Granovetter 于 1978 年直接提出了个人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门槛模型”：每个人都有一个“门槛”，即每

个人都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的决定；而每个人“门槛”的分布则取决于群体中

的个人在规范与信仰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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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变革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那么，这种必要条件仍然存在。不管东西方，现代性

的深刻变革并没有随着弗朗西斯·福山（1989）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而终止。那么，经过风起

云涌的社会运动，西方社会似乎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或发生大规模的革命，他们是如何处理应对

的呢？ Simmel（1956）、Dahrendorf（1958）认为，群体性事件在结果上具有整合性效果，但二者

关于整合性效果的前提条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Dahrendorf（1958）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

越高，它所达成的整合性越强；而 Simmel（1956）则认为，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整合性效果要具备

以下条件才能产生：①群体性事件是低暴力的；②群体性事件能产生不同群体间的联系；③群体性

事件能鼓励冲突双方创造规范性协议来调节各方的利益诉求。因此，正是因为西方社会认识到了群

体性社会运动中所蕴含的“功能整合性效果”，虽然西方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但这些运动对社

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也越来越弱（赵鼎新，2005）。其奥秘在于“社会运

动的体制化”。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体制化”以后，群体性事件的破坏功能被削弱，而其“社会整

合”的功能却凸显出来，由此西方社会在众多的社会运动面前，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愈加健康。西方

社会成功地将群体性事件化解为促进社会进步的群体性意见，这一点对于中国当前的情况应该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群体性事件日益多发的今天，除了强调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利益调整期和矛盾多发期外，

是否应该更进一步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否应该对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意见区别对待？群

体性事件的爆发与政府处置方式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后续影响如何？是否如同西方社会一样可以将

群体性意见纳入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中国的实地经验

数据的基础之上。 

三、经验研究 

（一）数据来源 
为了获取有效的经验证据，笔者于 2009 年 6 月至 9 月选择湖北石首市、贵州瓮安县和河北威县

作为调查地点。贵州瓮安和湖北石首分别于 2008 年和 2009 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而河

北威县虽然发生过不少土地纠纷，但没有发生大的群体性事件，因此具有一定的对比研究价值。此

外，贵州瓮安和湖北石首由于事件发生时间先后相距几近一年①，因而在事件的后续影响方面也具有

较好的比较研究价值。 
为保证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受访者的真实想法，在调查方式上笔者采取

的是匿名问卷随机调查，同时围绕事件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度走访。在当地经济社会问题非常突出的

乡镇（例如瓮安玉山镇、玉华乡，石首高基庙乡等乡镇），县城居民居住小区，街边商店、摊位，县

城群众聚会休闲的广场进行调查；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采取以下办法：设定在每一个县（市）选取

80～100 个受访者的总体目标，然后以 1∶1 的比例在乡镇和县城之间分配。在县城依据经济发展水

平的不同走访 4 个居民小区，共 50 位受访者；选择 2 个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乡镇，每个乡镇设定

25 位受访者；在调查时间的安排上，一般选择早晨和傍晚。最终，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6 份，其中，湖北石首 100 份，贵州瓮安 94 份，河北威县 72 份。 
（二）主要问题及假说的提出 
1.群体意见的源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化不断深入的过程。在

这一趋势下，对于农村社会而言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好各资源所有主体参与资源资本化的收

                                                        
①贵州瓮安事件发生于 2008 年 6 月 28 日，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在 2009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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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配，使整个社会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获得较为均衡的发展而不致失衡，而这势必要对已有制

度提出新的要求。 
以贵州瓮安为例，该地区有着丰富的水电资源和矿产资源（主要是煤炭和磷矿）。水电开发建设

方面，在构皮滩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移民搬迁、生产安置等利益问题。但是，在安置

费用问题上，移民认为安置费用过低，不足以保证今后的长期生活，冀求于政府解决，而政府始终

未能彻底解决，因此，早在 2004 年就发生过围堵政府办公地点和打砸乡镇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同样，

在矿产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矿群纠纷”频频出现。矿区周围农民认为，矿产开发不仅没有给他们带

来应该的收益，反而带来的是环境恶化，有些甚至是影响到基本生存。因此，他们希望在矿产开发

的过程中，能兼顾当地群众的利益。对于群众的利益诉求，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却总难妥善待之，

因为作为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同样受制于制度的滞后。 
直接承袭于以往从农村汲取资源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以城乡二元结构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在新

的、纷繁复杂的各种利益诉求面前反应迟缓。不仅如此，面对新的制度需求，与其对应的旧制度的

运行成本也愈加高昂。本该作为市场“守夜人”、“仲裁者”的部分地方政府反而与民争利，而对本

应该承担的责任则掉以轻心。其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薄弱。一是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公共品投入长期低下，

百姓“怨声载道”。二是基层政府不作为，不管事，公共服务缺失。政府必须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例

如最起码的社会安全也难以保障，百姓“苦不堪言”。 
在贵州瓮安和湖北石首的调查中，笔者发现，群众对当地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普遍偏低，

而在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河北威县，群众的满意程度则相对较高。笔者要求受访者对各项公共服

务的满意程度按 0～5 的等级打分，结果发现：在贵州瓮安，受访者满意程度低的主要是在“农田水

利设施”、“群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文化组织建设”等方面；而在湖北石首，受访者满意程度很

低的主要分布在“社会治安”、“环境治理”、“群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文化组织建设”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湖北石首，贵州瓮安的社会治安满意程度较高，对于这样的不同，笔者认为

主要在于两地发生群体性事件时间的不同。贵州瓮安事件离笔者调查已经一年，当地政府事后明显

加大了社会治安的治理，可以说事件的正面影响逐渐显现；而湖北石首事件离调查时间不足 2 月，

其后续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受访者对所在地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 

瓮安县 石首市 威县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公共交通 3.15 1.107 3.26 1.360 3.57 0.601 

社会治安 3.19 1.076 1.73 1.570 3.33 0.675 

农田水利设施 2.82 1.126 3.09 1.255 2.88 0.723 

环境治理 3.03 1.062 2.59 1.262 2.67 0.687 

基础教育 3.41 0.839 3.31 1.136 3.32 0.696 

群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 2.56 1.118 1.97 1.425 2.27 1.259 

文化组织建设 2.18 1.113 2.21 1.494 2.32 1.207 

样本量 94 100 72 

注：每一项公共服务的评分都是 0～5 分，0 分为“完全不满意”，1 分为“非常不满意”，2 分为“不满意”，3

分为“一般”，4 分为“比较满意”，5 分为“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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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会对地方治理产生积极的作用。 
（2）政府公权力不断为部门及个人利益所侵蚀，权利和资本暗地媾和，社会公正不断丧失。 
若探求导致政府行为出现如此偏差的根源，笔者认为，它跟以下几个方面不无关系。一是政府

官员的任免和绩效考核机制不合理催生地方官员“只对上负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级部门具

有对地方官员行使升迁、任免考核的权力。最终，在政府部门利益追求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

政府行为必然会出现“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不惜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对

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对群众利益诉求没有认真加以解决，忘记发展为了谁”①。二是基层政府财权

与事权设置不合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收缩财权，而相应的事权却没有减少。由此造成两方面的

结果：一方面，由于财权的弱化，地方政府在只能维持基本人员经费的情况下，各项事业不得不弱

化；另一方面，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基层政府把目光投向了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工矿业②。因此，在这

种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很容易做出有损于群众利益、有悖于公正的行为。实际上造

成上述结果，制度安排给上述行为提供了很大推力，有“逼良为娼”之嫌。 
表 2                             受访者对各级政府的满意程度 

瓮安县 石首市 威县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村委会 2.65 1.280 2.91 1.281 3.35 0.635 

居委会 2.98 1.011 2.70 1.109 3.21 0.567 

乡镇政府 2.48 1.113 2.56 1.291 3.07 0.662 

街道办事处 2.87 0.935 2.78 1.208 2.90 0.608 

县区政府 2.79 1.058 2.17 1.400 3.26 0.787 

中央政府 4.23 0.891 4.35 0.869 4.00 0.862 

注：①笔者首先对上述政府评价量表进行了信度分析，通过信度分析得出 Cronbachα系数为 0.8094，因此，总

体上该调查评价量表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②每一级政府的评分都是 0～5 分，0 分为“完全不满意”，5 分为“非

常满意”。 

在调查中，为了解受访者对各级政府的认同情况，笔者要求受访者对各级政府的满意程度进行

评价。结果发现：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瓮安和石首两地，受访者对各级政府的总体评价低于没有发

生事件的河北威县；相对于地方各级政府，三地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都显著较高（均值都

在 4.0 以上） 
假说 2：群众对中央政府评价越高，在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时越容易维权，越有可能参加针对政

府的聚集活动。 
政府成为侵害群众利益的重要主体，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增加。当问及“您在日常生

产生活当中，自己的合法利益有没有遭受侵害的情况？”时，在瓮安有 24.18%的受访者表示“有”，

同样的情况在石首达到了 31%，在河北威县有 26.38%。而当问到“如果有，侵害您合法利益的主体

主要是谁？”时，在企业、政府、个人、社会团体中，瓮安有 8.5%受访者选择“政府”为侵害主体，

而在石首、威县分别为 15%、5.5%。（具体见表 3）。 
 

                                                        
①具体参见刘子富（2009）。 
②在贵州瓮安县，70%的县级财政收入来自于煤炭和磷矿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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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如果有，侵害您合法利益的主体主要是谁？ 

瓮安县  石首市  威县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企业 5 5.3 8 8 6 8.3 

政府 8 8.5 15 15 4 5.5 

个人 13 13.8 9 9 8 11.1 

社会团体 1 1.1 4 4 1 1.4 

总样本量 94 100 72 

2.群体意见的转变。随着各利益主体利益诉求的增多，面对利益格局调整的需求，作为制度供

给方的政府却很难给出积极的反应，百姓“有苦难言”。单个的、离散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政府部门

的重视，因而，在行为上就一方面表现为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积怨开始一步步加深；另一方面表

现为群众谋求制度内的诉求表达机制，例如“上访”和 “打官司”；再者就是等待机会谋求更大规

模的群体意见聚集，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重视群众的意见。可以说，群体性意见因为不同

的结构性诱因而经历不同的转变轨迹，因而最终会走向上述不同的结局。那么，是什么结构性因素

左右群体性意见的转变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缺失。在现有的体制安排内，群众要想表达个人的利益诉求主要是通

过行政诉讼①和上访。而由于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面对高昂的“民告官”成本，对于行政诉讼多数

人只得作罢。上访作为另一个渠道，已经成为当前群众表达个人诉求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由于

信访制度设计上的某些缺陷②，群众选择上访的代价也变得越来越高昂。为此，笔者设计了如下问题：

“如果政府侵害了您的合法权益，您会采取怎样的维权方式？”，统计结果表明，在瓮安和石首都有

4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采取“上访”和“打官司”的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主观

意愿上的调查，它更多的只能说明目前可供受访者选择的维权方式是“上访”和“维权”，而并不意

味着受访者会真正选择上述两种方式。这在笔者设计的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中得到了证实。对于“您

是否参加过一些维权性质的活动？”这一问题，在石首只有 16%的人表示参加过；而在瓮安，也只

有 13.8%的受访者表示参加过维权活动。这实际上都显著低于前面提到的意愿数据。 
（2）法不责众的观念。势单力薄的个体要想对政府表达意见，在不再相信其他渠道或其他渠

道成本很高时，需要将分散的个体进行“聚合”以群体性意见的表达方式实现自己诉求的满足，而

这成为可行的逻辑起点在于：法不责众。“法不责众”观念的存在使得参与者可以搭便车，一方面既

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参加群体性意见表达活动，另一方面则可从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收益有多种：

一种是向政府表达意见后获得对方重视的满足感以及情绪的宣泄（于建嵘，2007）；另一种是群体性

事件爆发以后，政府调整政策带来的收益）。在调查中明确表示“参加过针对政府的聚众围观活动”

的受访者有 75%的比例表示“不担心政府的惩罚”，就可为证。 
（3）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体制决定了自下而上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的行动逻辑。 
从受访者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在表 2 中，无论是在贵州瓮

                                                        
①张泰苏（2009）提出：中国民众更倾向于上访，而不是行政诉讼。其根源并不是因为“厌讼”传统，而是因为对现

有的缺乏“调解机制”的行政诉讼程序“感到反感”，进而只得采取上访行为。 
②于建嵘（2008）认为，目前信访制度存在的责任追究机制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已经大大加重了信访的制度成本。为

了尽量减少信访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考核上的负面影响，各地出现人为的消号、息访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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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还是在湖北石首，受访者对地方各级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均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

同时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必须对中央政府负责，一旦地方出事，中央政府就会

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维持稳定。于是，深谙此道的群众将群体性意见的矛头无一例外地指向地方政

府，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相信：有必要将事情“闹大”才会引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压力，从而

有利于事情的解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说：  
假说 3：群众越相信“大闹大解决”，越容易参加针对政府的群体性活动。 
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不断推进，新制度需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在已有的制度

安排内缺乏有效的诉求表达渠道，那么，群众只能退而寻求体制外的渠道。以群体性意见的方式来

实现个人利益诉求的满足便成为了一种选择。随着诱发事件的发生，藉着信息的快速传播，分散的

个体意见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机会，在非现实性利益的诉求下（例如对政府不满，呼唤政府公正性

的回归）逐渐完成一个“去个性化”的过程，最终弥散于单个个体的意见完成了空间上的聚集。然

而，群体性意见的聚集并不直接意味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意见的本质仍然在于分散的个体

以一种自发合作的方式来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与分散表达方式不同的是，群体性的方式更能够谋

求谈判对手的重视并增加群众自身讨价还价的筹码。 
（三）计量检验 
1.主要变量。为了验证上述假说以及对本文研究主题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笔者重点搜集以下变

量的信息以便进行计量分析。在个人及所在家庭一般特征方面，选取受访者“年龄”、“教育”、“男

性”、“2008 年家庭人均支出”、“距离”、“政府亲友”作为主要变量；在政府行为和评价方面，主要

选取“信任政府”、“维权”、“群体聚集”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社会治安”、“公共交通”、“中央

政府”、“是否担心惩罚”和“闹大效应”作为代表变量；另外，为了控制三个地区之间的差别，笔

者构造了三个地区的哑变量；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后果，选择“社会治安改善”和“政府评价改善”

的哑变量来代表（具体见表 4）。 
表 4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代码 变量名 描述 均值（或百分比）

trust-gov 信任政府 “如果您与企业的关系处在不公平的地位，政府

会站在您这一边吗？”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43.98 

Protect 维权 “如果政府侵害您的合法利益，是否会维权？”

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51.84 

protest-gov 群体聚集 “是否参加过针对政府的围观活动？”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26.12 

security-order 社会治安改善 “目前社会治安秩序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变好”为 1，“不变”为 2，“变差”为 3 

1.35（0.54） 

locgov-change 政府评价改善 “目前地方政府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变好”

为 1，“不变”为 2，“变差”为 3 

1.63（0.59） 

age 年龄 年龄（周岁） 40.99（13.25） 

edu 教育 受教育年限（年） 7.87（3.57） 

expend-08 2008 年家庭人均支出 2008 年家庭总支出/家庭人口（元） 5090.62（3861. 34）

male 男性 是否是男性，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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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Wengan 瓮安 是否在瓮安，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35.34 

Weixian 威县 是否在威县，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27.07 

Shishou 石首 是否在石首，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37.59 

distance 距离 受访者家庭离县城距离（公里） 8.138（8.93） 

Invade 

 

侵害 

 

“合法利益是否遭受侵害？”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32.69 

info-open 信息公开 当地政府信息公开度（0～5，5 分为满分） 2.50（0.88） 

social-order 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满意度（0～5，5 分为满分） 2.68（1.42） 

public-tran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满意度（0～5，5 分为满分） 3.31（1.12） 

central-gov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满意度（0～5，5 分为满分） 4.21（0.88） 

relative-in-gov 

 

政府亲友 

 

“受访者家庭是否有当官的亲友？”如果是为 1，

否则为 0 

22.31 

worry-punish 不担心政府惩罚 “是否担心惩罚？”如果是为 1，否则为 0 25.56 

sign-effect 

 

闹大效应 

 

“是否认为‘事越闹大越好’？” 如果认为是为

1，否则为 0 

22.31 

admi-law 

 

行政诉讼 

 

“是否听说过《行政诉讼法》？”如果是为 1，否

则为 0 

35.23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虚拟变量后的结果为取值“1”的百分比。 

2.模型设定及估计结果。（1）因变量。根据上述提出的假说，笔者选择“群众聚集”和“政府

评价改善”两个变量作为模型的因变量。 
（2）自变量。对于不同的因变量，笔者都选取“年龄”、“年龄二次方”、“性别”、“教育”、“2008

年家庭人均支出的对数”、“距离”、“政府亲友”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始终放入模型中。其他自变

量的选择，则依据所要考察的因变量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因变量为“群体聚集”时，笔者依据

拟验证的假说逐步加入“中央政府满意度”，“遭受政府侵害时是否会维权”，“是否担心政府惩罚”，

“闹大效应”，“信任政府”等作为重要的考察变量。另外，为了反映不同区域的情况，本文引入区

域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以河北威县为基组。 
在模型设定上，由于“群体聚集”是一个二值变量，因此，在此选择一般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政府评价改善”这一因变量是一个有序变量（如表 4 所示），因此。本文选择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

参数估计（具体结果见表 5）。 
3.对估计结果的解释。（1）相对于威县（未爆发群体性事件），瓮安群众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

性较高，而石首最高。在模型（2）和模型（3）中，石首虚拟变量显著（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

且系数，而瓮安变量虽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前面的描述性统计

相吻合，石首群众参加群体性聚集的概率最高。此外，距离县城越远，参加群体性聚集的可能性越

低。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距离变量都显著，这说明，受访者与县城距离的远近

确实对参与群体性聚集活动产生影响。 
   （2）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越高，越不容易参加群体性聚集。在模型（3）中加入此变量后，其估

计系数为-0.270830，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本文前面提出的假说相背离。笔者对此的解释

是：对中央政府的高度评价存在两种作用相反的效应。在调查过程中，群众一般都将中央政府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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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在评价上区分开来，认为中央政策是好的，只是地方政府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因此，有理

由相信自己参加群体性活动是为了维护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在此称之为“区别效应”。另一方面，

群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评价是出于对国家宏观政策的信心，大环境是好的。因此，为了维护这种大

环境，群众会选择不去参与针对地方政府的聚集活动，在此称之为“信任效应”。一旦“信任效应”

超过了“区别效应”，则会出现模型估计的情况。 
   （3）越不担心政府惩罚，参加群体性聚集的可能性就越高。在模型（3）中加入这一变量后，它

也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而笔者认为，受访者不担心政府惩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

如前所述，受访者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区别看待，地方政府是“恶”的，而这一点在受访者看来

正是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受访者有“法不责众”的观念。 
   （4）越相信“事情越闹大越好”，越容易参加群体性聚集。同样在模型（3）中，“闹大效应”这

一变量也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它对参加群体性聚集有显著影响，也证实了假

说 3。产生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受访者相信“中央会遏制地方的不正当行为”，让事情得到中央

的重视是参与群体性聚集的主要目的，而不在于与地方政府寻求谈判。而这一点却是十分值得政策

决策者注意的。由群体性意见到群体性事件，这一因素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 
   （5）相比于未参加过群体性聚集活动的人，参加过的人对事后政府改善的评价越高。为了考察

“群体聚集”对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改善的评价的影响（假说 1），通过对模型（6）估计发

现，此变量非常显著（在 1%的水平统计显著）。对于这一点，笔者的解释是，相比于那些没有参加

过群体性聚集活动的人，参加过群体性聚集活动的人会在参加之后更加注意政府行为的变化，而且

他们甚至会将政府的细微变化也视作自己参与聚集活动的回报。 
   （6）相比于没有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的河北威县，瓮安和石首在地方政府评价的改善上存在显著

差别。在模型（5）和模型（6）中，加入瓮安和石首虚拟变量后，它们都在统计上显著，但是估计

系数的方向却相反。即相比于威县，在瓮安，群众会认为地方政府改善的程度非常明显；而在同样

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石首，群众却认为地方政府变得越来越差。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在此只能给出

两种解释：一是群体性事件在事后的效果上会有一个时间滞后效应，群众的评价也需要时间；二是

两地的地方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力度不一样，或者说石首市政府没有像瓮安县政府那样在事后进

行深刻反思与改善。 
表 5                                        估计结果 

群体聚集（Probit）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age 0.062（0.040） 0.060（0.041） 0.070（0.048） 

age2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edu 0.042（0.031） 0.044（0.032） 0.023（0.039） 

logexpend-08 -0.004（0.139） -0.267（0.165） -0.149（0.204） 

distance -0.032**（0.012） -0.037***（0.014） -0.030**（0.013） 

male -0.235（0.201） -0.227（0.209） -0.146（0.248） 

relative-in-gov -0.129（0.225） -0.079（0.233） -0.339（0.293） 

central-gov — — -0.271*（0.149） 

Wengan — 0.447（0.302） 0.338（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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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Shishou — 0.933***（0.259） 0.912**（0.369） 

protect — — 0.080（0.257） 

protest-gov — — — 

worry-punish — — 0.233*（0.138） 

sign-effect — — 0.422*（0.256） 

trust-gov — — 0.064（0.250） 

Log likelihood -128.186 -119.701 -113.873 

Pseudo R2 0.053 0.116 0.135 

观测值 228 228 218 

政府评价改善（Oprobit）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age -0.023（0.032） -0.031（0.033） -0.035（0.035） 

age2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edu 0.020（0.025） 0.015（0.025） -0.012（0.027） 

logexpend-08 -0.008（0.115） -.003（0.135） -0.007（0.146） 

distance -0.002（0.009） 0.005（0.009） 0.010（0.010） 

male -0.008（0.115） 0.138（0.173） 0.171（0.184） 

relative-in-gov 0.114（0.189） 0.137（0.192） 0.104（0.199） 

central-gov — — -0.360**（0.099） 

Wengan — -0.364*（0.200） -0.328*（0.189） 

Shishou — 0.265**（0.116） 0.554**（0.243） 

protect — — — 

protest-gov — — -0.250**（0.069） 

worry-punish — — — 

sign-effect — — — 

trust-gov — — — 

Log likelihood -200.514 -195.006 -172.183 

Pseudo R2 0.009 0.058 0.128 

观测值 237 237 223 

注：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

著。 

（四）对群体性事件影响的进一步讨论 
1.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无论主观上是否有意，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上

一级政府和地方聚集群众之间的有效互动，结果是地方治理明显好转。如表 6 所示，无论是在贵州

瓮安，还是在湖北石首，在事件发生后，均有很高比例（瓮安 77.66%，石首 74.00%）的受访者表

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但是对地方政府评价的转变，则显得较为缓慢。在贵州瓮安有 54.25%的受访

者表示政府在事件后变好了，而在湖北石首这一比例则较低，为 33.00%。这主要是因为瓮安事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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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去近一年，政府众多的自我改进措施开始收到明显成效，而湖北石首事件距笔者调查也不足 2
个月，况且目前政府在事后的调整政策还不明朗。 

表 6                    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受访者对当地政府工作评价的转变 

 您觉得目前的社会治安状况是在好转还是在恶化？ 

 瓮安县 石首市 

 频数 占有效样本比（%） 频数 占有效样本比（%） 

好转 73 77.66 74 74.00 

不变 21 22.34 19 19.00 

恶化 0 0 

 

7 7.00 

总样本量 94 100 100 100 

 您觉得目前的地方政府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变好 51 54.25 33 33.00 

不变 39 41.49 59 59.00 

变坏 4 4.26 8 8.00 

总样本量 94 100 100 100 

2.处置措施的隐患：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造成“示范效应”。虽然群体性意见仍然以较高的代

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获得了政府的重视，许多利益诉求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但是，从目

前群体性事件后各种对于群体性意见的回应方式来看，却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嫌疑。政府

多是在一些短期性的、表层的问题上做出调整，而缺乏在深层次的制度上做出调整的勇气。解决方

式也多是临时性的行政手段，而很少借助司法的方式。例如，作为处置群体性事件标本的贵州瓮安，

主要也只是在警民关系、社会治安、新闻公开、便民利民服务的态度等方面做出了改进，但是，致

使事件发生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未能触及。如果这样下去，另一个问题将带来隐忧：现在的这种临时

性的、非制度的处置方式最终由于它所形成的示范作用，可能会引致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爆发。 

四、结论及启示 

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意见表达的一种极端形式，在观念上澄清这二者是非常必要的。群体性意

见的生成和表达根源于现有制度很难及时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变化。群体性事件则与

当前政府处理和因应群体性意见表达的机制不健全、观念不合理有关。如果说群体性意见是深层次

的制度上的原因，短时间内难以消除，那么，群体性事件则是处置策略问题，如果处理得当则可以

避免。 
    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地方治理得到极大的改善，其标志就是群众对于政府工作评价的回升。群体

性事件虽然客观上带来了地方治理的改善，但是成本高昂。本文认为，日益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带来

的政策启示是：第一，如果给与群众充分表达群体性意见的权利，比如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下，

尝试完善中国群众游行示威的相关法律条例，在思想上树立“群众聚集并不可怕”的观念，在政策

上容许“有管理的群众聚集”，那么，一方面不仅可以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带来

地方治理的改善，通过群众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起到释放社会张力的“减压阀”作用。第二，

如果给个人以足够、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例如疏通事前政治参与和事后法律的渠道来表达利

益诉求，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群体性意见的聚集。 
总之，群体性事件完全可以避免，群体性意见的表达并不可怕，如果应对得当，它完全可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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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基层群众与政府互动，有效治理社会的重要力量。但是，从目前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方式来

看，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一点。而且随着在群体性事件上地方行政官员问责制的推行，事情会变得越

发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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